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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要回顾和反思的，是作为文化概念的“国学”。它是中国近代的思想产物，始见于20世纪之初，一般是指

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文化思潮。它始终围绕着两个文化主题展开：一

是，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二是，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价值定位。因此，近代国学的历史既是一部国学

文化思潮的兴衰史，又是一部中西文化关系的变迁史。 

     近代国学的历史，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历史，是指中国近代历史上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内容的各种形

态的文化思潮；狭义的国学历史，是指以“国学”相标榜的文化思潮，而这样的国学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严格地

说，只出现过两次，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和“五四”时期，终20年代。为了说明国学历史的兴衰，把握住国学历史的时

代特点，认清国学思潮的文化本质，我们不能局限于狭义的国学历史的研究，孤立地就国学论国学，而必须把狭义的

国学历史放到广义的国学历史中，放到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进行全景式的考察和分析。 

     根据以上认识，我认为，近代国学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辛亥革命前国学的原创期；辛亥革命后国学

的蜕变期；“五四”时期国学的再造期；三十年代国学的衰变期。 

     一、辛亥革命前：国学的原创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称为国学的原创期呢？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学是近代国学的最初形态。其具体时间，一般都从

1902年说起，为因“国学”一词从这一年开始出现。 

     然而，“国学”从一般的文化观念变成实际的文化行动并成为一种文化思潮，严格地说，应从1905年算起，因

为这一年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这是国学作为一个文化流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历

史舞台的重要标志。随后，章太炎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开办一系列的国学

讲座，北京、杭州、成都等地也相继成立“国学会”、“国学馆”等。从此，兴“国学”、讲“国粹”，蔚为风气，

成为一种思潮。 

     这一时期国学思潮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上，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00年，“八国联军”占

领北京及随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宣告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最终完成，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

民半封建社会，而当时的清朝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以卖国求荣为能事的“洋人小朝廷”。“亡国灭种”之祸，迫在

眉睫。文化上，是“欧化主义”之风盛行，它直接威胁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生存，所谓“国学几灭”已成现实。面

对“亡国灭学”的严重局势，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国，只有“排满革命”；要“排满革命”就必须提倡“国

学”、倡言“国粹”以“激动种性”，振奋民族精神。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国学思潮兴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这一时期国学思潮的最大特色可以用章太炎的三句话加以概括，即：反本以言国粹，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

国的热肠。这三句话有着内在的联系，反映了如下四个特点：一是，“言国粹”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它既是“反本”

即回归传统、提倡国学的目的，也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内在动力，因此具有国粹主义的特点。二

是，从“反本以言国粹”的内涵来看，“反本”即回归传统，固然是复古的，而所言的“国粹”是指“汉种的历

史”，也同样是复古的，不仅是复古的，而且还带有民族的偏见。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学思潮不仅具有文化复古主义

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大汉族主义的特点。三是，从提倡“国粹”的目的来看，章太炎之所以提倡“国学”，倡言“国

粹”不完全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即为了唤起爱国心，振奋民族精神进行“排满革

命”。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尊信孔教”。四是，在中西文化关系上，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也并非一味复古、尊古、

盲目排拒“西学”或“新学”，而是主张“西学”或“新学”可以“与国学相契合”，认为“国学”之所以发生危

机，问题出在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原创期国学形态的特点概括为：复古主义的文化形式、国粹主义的思想内容、会通

中西的文化主张、反清救国的政治考量，而核心是国粹主义，因此，可以简称为国粹主义的国学观。 

     二、辛亥革命后：国学的蜕变期 

     辛亥革命后，作为国粹主义的国学淡出，而作为孔教和儒学的国学凸显。这一时期之所以称为国学的蜕变期，

是相对于原创期的国学而言的，即由国粹主义的国学形态蜕变为孔教化的国学形态和儒学化的国学形态。 

     这一时期国学之蜕变是与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政治文化形势密切相关的：政治上，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加

强思想控制，提倡“尊孔读经”、“祀孔祭孔”；文化上，是尊孔复古逆流的泛起。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有两个明确指

向：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他们提倡尊孔教、“定孔教为国教”是针对辛亥革命“废弃孔教”、毁弃纲常

名教而发的。同时，他们攻击辛亥革命毁弃纲常名教造成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又是适应了袁氏阴谋废除民国、复辟帝

制的政治需要。至于他们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更是为袁氏推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提供理论根据。二是，以杜亚泉、

梁潄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他们提倡儒学、鼓吹尊孔是针对新文化运动而发的。为此，他们提出以儒学为中心的东

方文化优越论与之相抗衡。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1）从文明的类型看，他们认为中国是“静”的文明，它要比西

方“动”的文明优越，因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以静为基础”的；（2）从文明的基础看，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道

德即“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是“中国固有文明之基础”，它不仅是中国的“国是”、“国基”，而且是治理“西方

世界”的“良方”；（3）从文化路向看，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向既不同于西方向前的路向，也不同于印度向后的

路向，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调和、持中的路向，认为这是今日世界应走的路向。如果说，这一时期孔教派的尊孔教论

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动；那么，此时东方文化派的尊儒学论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很清楚，这种国学路向是逆时

代潮流而动的，因此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是文化复古主义的。 

     三、“五四”时期：国学的再造期 

     这一时期，国学的再造并非是原创期国学的重复，而是运用西方近代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重新解释中国固有的学

术文化的新形态。它突出表现在：一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再造国学；二是，《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

粹，融化新知”，再造孔学。 

     1．关于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国学。最早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国

故论衡》，而“国故”的重提则始于1919年初。时北京大学国故社创刊《国故》月刊，打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的旗号，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北大新潮社的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予以回

应。傅斯年在该文后面加了《附识》，主张“整理国故”作为“研究国故”的一种手段。这是“整理国故”的由来。

随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

大文化纲要。经胡适这一提倡，“整理国故”遂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争论也随之展开，历时长达十年之久。 

     问题是：一向以反传统、倡西化著称的胡适为何在五四运动刚开始不久就提出“整理国故”来呢？其用意何

为？实质何在？ 

     在我看来，胡适于此时提出“整理国故”是“一箭三雕”，即有三层用意：一是，用来反对“国粹党”提倡的

“保存国粹”。他想通过“整理国故的工夫”，分清“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二是，用来引导人们去钻故纸

堆，进行一点一滴的“整理”。当时，正是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年代。胡适于此时不遗余力地提倡“整理国故”，为

此还特地给青年学子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曾批评这个“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还

“疑心”胡适“自己就没有看”。自己没有看，却偏要青年学子去看，其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胡适于此时提倡

“整理国故”还有一层用意，就是他所标榜的“再造文明”。从他一向主张的“全盘西化”来看，这个“再造”的

“文明”只能是“全盘西化”的“文明”。而“整理国故”又如何“再造文明”呢？他认为，关键在“整理”，即

“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整理”。这样“整理”出来的“国故”就是他所说的“‘国故学’，省称为‘国

学’。”它对于原创期的国学，自然是国学的再造。 

     2．关于《学衡》派提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再造孔学。《学衡》派之所以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

知”，是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抗衡。他们所要“昌明”的“国粹”，实指中国固有的文化，即“学术德

教”、“文艺典章”；他们所说的“融化新知”，其实质是引进西方的新人文主义而与中国的固有学术文化，特别是

孔子学说相结合。 

     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反对当时流行的扩张物质力的功利主义和放任情性的浪漫主义，主张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来

挽救现代社会的危机，推崇孔子思想的恒久价值。《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尾随其后，高度评价孔子是“中国国民性

及中国文化最高之代表”，是“救今日世界物质精神之病”“最良之导师”。可见，《学衡》派所标榜的“昌明国

粹，融化新知”，其实质是用西方新人文主义重新解读孔子思想，重建孔学。把传统孔学“创造性转化”成新人文主

义的孔学，不能不说是对于传统孔学的再造。他们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三十年代：国学的衰变期 



     所谓国学的衰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学的衰微；二是指国学的倒退。国学之衰微在20年代后期已经露出端

倪。当时，已有学者公开向国学挑战，声称“国学”不是“学”。 

     必须指出：在20年代国学鼎盛时期，“国学”是“学”是不成为问题的。其时，许多大学都纷纷争相设立国学

门、国学科、国学系。然而，当“国学”“如日中天”之际也是它开始“江河日下”由盛转衰之时。当时，思想界、

学术文化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从陈独秀到傅斯年，从蒙文通、柳诒徵到顾颉刚，从何炳松、郑振铎到曹聚仁等，都

纷纷批评“国学”的提法，反对“国学”是“学”。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国学”一词笼统含混，意

思不明；二是，中国固有的学术原已有经史百家之学之称，无须另立名目；三是，不符合学科分类原则，其名不正，

其言不顺；四是，国学以精神文明自居，排拒物质文明，厌恶科学，不符合时代精神。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重炮轰击

下，“国学”很快奄奄一息，到了30年代初，就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它标志着国学的

倒退，即倒退到当年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去。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是1935年1月由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领衔发表在《文化建设》月刊上的《中

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蒋介石加紧进行两个围剿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之际；而1934年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则是他加紧进行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谁都知道，蒋介石是“新生活运动”

的倡导者，而“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和宗旨，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恢复和发扬“中国固有道德”，用“礼义廉耻”、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四维”、“八纲”来统摄人们的思想言行，作为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

则。陈立夫于此时提出“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建设纲领”，其核心是“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显然就是为了贯彻

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图。必须指出，陈立夫提出的“文化建设纲领”发表在1934年10月《文化建设·

发刊词》上。三个月后，“十教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连字句都相同的《宣言》。考虑到“十教授”中某些人的政

治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十教授”的《宣言》与国民党当局倡导“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联。可见，“十教授”的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说白了，就是陈立夫所说的“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以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

的“文化建设”。认清了“十教授”《宣言》与国民党当局，尤其是与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纲领”的关系，我们就不

难把握住他们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的真正内涵和实质。 

     首先，从内容看，“十教授”的《宣言》与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纲领”互为表里。陈立夫“文化建设纲领”的

核心是“用新生活运动把握现在”，而“十教授”则声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此时此地的需要”。二者不谋而

合。其次，由于“新生活运动”是提倡“中国固有道德”的运动，因此，“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自然是

以“中国固有道德”为“本位文化”的“建设”。这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之“体”又何其相似！再次，“十教

授”在《宣言》里提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吸收欧美文化”，其“标准”是“当取决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这与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又有何本质区别！由此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是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翻版，似不为过。这与原创期的国学相比，显然是向后倒退了。 

     通过对近代国学思潮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认识到： 

     第一，近代国学思潮的起伏兴衰总是同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进退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不仅影

响到思潮代表人物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认知，影响到他们对于国学的态度。 

     第二，近代国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其独特性在于：形式的文化复古主义总是与政治现实主

义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各派政治力量对于现实的政治诉求。 

     第三，近代国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

表明：近代国学思潮的思想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第四，近代国学思潮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这固然应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阶级关系的变化等角

度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同时也不能忽视从文化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例如，辛亥革命后，国粹主义国

学思潮之淡出，以及国学最终之走向衰微等问题，都需要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做深层次的研析。 

     上述认识对于当前我们关于国学问题的讨论具有正面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国学进行历史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分析，切忌孤立

地就国学论国学。事实上，历史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例如儒

家文化，长期以来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存在的，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

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如果我

们研究儒家文化，无论是汉唐经学、宋明理学，还是乾嘉汉学，忘记了它们是封建统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

态，就必然要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不加批判地一概视为“国粹”。同样，在研究近代国学思潮时，也必须弄清其对

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然后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可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有人在普及“国学”知

识的名义下，无批判地把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推向社会，主张把“四书五经”列入中小学课本。这种对儒家经典

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是在青少年中提倡变相的“尊孔读经”。这不是在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在引

导人们向后看。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即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之间的对立

和斗争的观点。这后一种思想的出现，是与统治阶级内部因种种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产生政治分化这一情况相联系的。

就是说：这一部分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那样地流露出同情人民、反映群众的利益和

愿望的思想和倾向。例如，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就有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而在异端思想中又往往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就是上述情况的具体反映和表现。这就告诉我们：在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



价值判断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文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

义。 

     第三，关于“国学”一词提法的正当合理性问题。从历史上看，“国学”一词疑义太多，误解太深，负面影响

太大，容易引起纷争。不仅如此，近代国学从其出现之日起就与文化复古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文化复古主义的

象征或符号。即使是原创期的国学，虽寓有进行民主革命的现实政治诉求，但终因其在学理上混淆了“传统”与“国

粹”的界限而无法跳出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至于其他时期国学的负面影响更是有目共睹。有鉴于此，我认为，“国

学”一词慎用为好，切忌泛化。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摘要) 

＊      ＊      ＊ 

上一条：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下一条：思想是国学的精华 

相关文章： 

·明遗的理学 
·宋学——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轴心时代 
·从孔子与杜威的际遇看“国学” 
·思想是国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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